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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消费与绿色创新驱动：增量与提质能否兼得？

茹慧超，邓　 峰

（新疆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４６）

摘要：数字消费是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数字技术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 基于数字消费的“亲绿”特征，借助国家信息消费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渐

进双重差分方法检验数字消费驱动城市绿色创新的因果效应。 研究发现：数字消费能够有力推动绿色创新

增量提质，且该结论通过工具变量法、排除企业绿色创新投机行为、异质性处理效应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

立，对比发现数字消费对绿色创新数量的驱动效应强于绿色创新质量。 数字消费以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引领

供给端绿色技术进步，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有利于强化数字消费对绿色创新增量提质的促进效果；在探究影

响政策实施效果的约束性因素时得出，培育数字化软硬实力、塑造良好创新生态环境是下一步扩大数字消费

政策效应的应有之义；此外，数字消费还存在空间溢出特征，在国家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下，数字消费驱动城

市绿色创新发展的最优辐射空间距离为 １００ ～ ２００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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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损害问题相伴而生。 根据《全球环境绩效指数报告（２０２２ 年）》，中国

在全球 １８０ 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 １６０ 位，绿色发展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阿
喀琉斯之踵”。 实际上，作为各类资源要素和经济活动的集聚地，城市是污染物形成的主要源头［１］，而
寻求治污技术进步则是破解城市环境危机的有效手段［２］。 然而，实现绿色创新并非一蹴而就，思考借

助或依靠何种长效机制来推动绿色创新这一论题愈发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１ ３］。 党的二十大报告

指出，应“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并对“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发展”同样提出了要求。 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积极推动数字技术催生新型消费模式以赋能

消费的转型升级应是我国实现绿色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３］。 数字技术具有环境友好的特殊性

质，数字技术发展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加强环保监督、密切地区间技术合作等方式提高城市绿色

发展效率［３］，进一步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即“数实融合”）主要通过增大研发投入规模

和技术市场交易规模［４］，对组织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与绿色技术研发资金约束的缓解表现出色［５］。
数字消费是依托数字技术与传统实体消费耦合催生的一种新型消费模式［６］，在数字消费背景下，每

一个消费者独特化、差异化的个性消费需求逐渐被唤醒和捕获，销售网络的日渐普及和数字支付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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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推动了产品服务的绿色创新水平。 从数字消费的相关政策实践来看，数字消费近年来在中国发展

势头强劲，为后疫情时代下中国经济的持续性复苏与国内经济循环堵点畅通提供了有效增长动力［７］。
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促进我国数实融合深度发展，２０１３ 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

大内需的若干意见》。 此外，工信部于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５ 年前后批准设立了合计 １０４ 个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

市，旨在破除制度藩篱，推进线上线下消费有机融合，带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赋能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并促进全新产业、崭新业态与创新模式的发展。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国家发改委颁布了《关于恢复和

扩大消费的措施》，文件指示“壮大数字消费，推进数字消费基础设施建设，丰富 ５Ｇ 网络和千兆光网应用

场景，加快传统消费数字化转型”。 由此，数字消费已上升到关乎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新高度。
在数实融合的发展背景下，中国能否牢牢抓住数字消费释放出的“数字红利”，依托消费需求牵引

倒逼绿色创新实现“增量”抑或“提质”，这一问题值得研究。 此外，供需两侧视角下数字消费驱动绿

色创新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数字消费政策的实施效果究竟受何种因素制约？ 在当前我国有序推进数

字消费的背景之下，如何解答以上现实性问题并充分发挥好政策引导作用需要理论支撑与经验证据。
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一是，在研究视角上，区别于已有与数字技术创新发展相关的文献，本文基于数

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发展背景，将研究视角进一步下沉聚焦到更加微观的消费领域，通过识

别数字消费政策驱动城市绿色创新的净效应，试图探索驱动我国绿色创新发展的新引擎。 二是，在研

究内容上，数字消费作为一种新型消费模式，从“增量”与“提质”双重视角出发，系统研究其驱动绿色

创新的作用机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传统消费的研究内涵。 此外，进一步从供给与需求两端揭示数

字消费推动城市绿色创新的“双轮驱动”机制，加深对绿色创新驱动发展相关问题的理解。 三是，在研

究意义上，立足于政策的现实实践，本文还充分识别可能影响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实施效果的约束性因

素，相关研究结论为持续推进我国数字消费科学性的发展提供了严谨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二、 理论分析

（一） 数字消费对绿色创新的直接效应

数字消费促进了绿色创新数量的发展，并集中体现于数据要素的集聚效应。 Ｊ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ｏｎｅｔｔｉ［８］ 研
究发现，企业在使用数据要素时，倘若考虑隐私保护或者赋予消费者以数据所有权，能够发挥数据要素集

聚的经济增长效果。 徐翔等［９］的国内研究也尝试探讨了数据要素与迭代式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 数字

经济的发展使得数字消费在生产、运营、销售和再购买的过程中催生了大量的用户数据［７］，但消费数据

要素本身在使用过程中并不服从越用越少的规律。 数据要素集聚为区域发展带来了规模红利［１０］，数字

消费的过程实质也是一个数字信息要素不断创新、增殖、再创新的过程。 但数字消费具有成长的阶段差

异［１１］，数字经济发展中的组织个体倾向于依赖生产过程中伴生的数据要素进行迭代式创新，但缺乏充足

的突破性创新动机，创新难以取得质的突破因而易陷入数据要素“陷阱”之中［９］。 结合上述分析，数字消

费通过发挥要素集聚效应直接带动绿色技术进步侧重表现在绿色创新的数量维度。
数字消费通过发挥价值共创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进一步实现对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提升。 价

值共创是指厂商及其利益相关者将各种场景结合起来，共同打造服务体验并创造价值的过程［１２］。 价

值共创突破了组织间封闭的界限，通过外部多主体经济合作活动能够获得丰富的异质型资源，
Ｋａｌｌｍｕｅｎｚ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３］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消费者和厂商共同参与价值共创对组织新服务开发以及创新

绩效提高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数字消费的深入发展使厂商与外部消费者之间的边界变得模

糊［１４ １５］，赋予了消费者参与企业共同绿色创新的渠道，特别是前沿用户与领先用户。 前沿用户依托数

字消费活动获得了更多直接或间接参与绿色创新、表达环境诉求的机会，能够在治污应用场景定制、
环保产品功能设计、数字绿色创新产品内容改进等环节进行流程参与和反馈改进，激发了价值共创效

应，有利于带动绿色创新实现质的飞跃。 另一方面，由于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客观存在，
使得个体在寻求绿色创新过程中容易遭受融资约束困境［５］。 数字消费使得外部领先消费者的产品创

新需求及时反馈至生产商，大幅降低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系统中的信息搜索、传递、加工和攫取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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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使企业有更好的条件致力于创新资源的搜索与配置［１６］。 价值共创效应的存在也实现了“外部消

费者专业化需求反馈 厂商内部定制创新生产 外部消费者消费体验升级 厂商内部定制创新再生

产……”之间的良性循环，使创新主体获取外部知识和创新资源的渠道更加多样，在有效弱化绿色创

新风险的同时也弥合了绿色技术研发成本［３］，带动了绿色创新实现增效提质。
（二） 数字消费驱动绿色创新的机制分析

１． 需求层面：消费扩容与升级

数字消费正重塑着居民的消费观念、消费模式和消费结构，促进了消费实现扩容升级。 数字消费的

重心即为以新型消费刺激内需，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以疏通国内大循环堵点［７］。 结合中国的国情，城乡

二元分割客观存在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可能是影响数字消费牵引拉动消费需求增加的重要制约因素。 然

而，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其发展对于居民消费增长的普惠性和包容性影响日益深远，在提升支付便

利性、平滑消费者流动性约束的同时为居民数字消费提供了新的动力。 消费结构变动对环境效率有着重

要影响［１７］，以信息消费试点政策为代表的区位导向型政策依托专项资金支持、专项项目批复设立等方

式，使得试点城市的新型消费模式和需求也倒逼企业不断调整绿色产品设计与生产创新。 另一方面，
“需求引致创新”理论［１８］也指出，消费市场需求的质量和潜力升级是组织进行技术创新，以谋求市场增量

收入的重要驱动因素。 受消费者多样化、独特化和高层次产品需求的影响，企业从事研发过程中更加倾

向于通过产品创新研制出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新产品，并进一步在短期内形成关键核心竞争力［１９］，从而

促进绿色创新增量提质。
２． 供给层面：市场一体化演进

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扩大市场规模可以帮助组织获得创新风险分散和增加创新增量收益等多重

优势，这对组织创新的高水平发展大有裨益。 市场一体化进程约束着消费者购买产品的策略选择，并影

响研发主体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２０］。 然而，城市之间客观存在市场分割现象，导致大规模市场难以形

成，更无法充分释放需求引致的创新效应。 地方政府间形成的非天然技术屏障，也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新

技术在周围城市的扩散外溢、本地消化吸收与自主创新实践［２１］。 从短期看，地方政府保护主义对区域创

新能力和经济增长水平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地方间的制度壁垒、垄断市场等制约因素遏制了创新资源

要素流动与创新资源配置优化，长期可能会遮掩积极影响并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２２］。 与广义创新相较

而言，绿色创新具有明显的环保偏向性，具体体现在绿色创新兼备创新的外部性特点与公共产品特征。 在

存在市场分割的情况下，数字消费者与厂商的双向便捷交流受到阻碍，价值共创活动严重受阻。 加快市场

一体化进程，有利于减少城市之间的垄断竞争，降低数字消费所蕴含的交易成本和制度摩擦成本，加强城市

间绿色产业及关联行业的交流联系，从而有利于促进城市绿色创新量与质的双重进步。
三、 研究设计

（一） 实证策略与模型设定

为考察数字消费驱动城市绿色创新的真实影响，本文借鉴茹慧超和邓峰［６］的研究方法，基于国家

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并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将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Ｙｉ，ｔ ＝ α ＋ βｐｏｌｉｃｙｉ，ｔ ＋ ∑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 μｉ ＋ υｔ ＋ εｉ，ｔ （１）

在式（１） 中，ｉ 表示城市，ｔ 表示年份，Ｙｉ，ｔ 为城市绿色创新水平，ｐｏｌｉｃｙｉ，ｔ 为数字消费的政策虚拟变

量。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为城市层面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能力、外商直接投资、人口集聚、基础设施水

平以及政府干预水平。μｉ 为城市固定效应，ｖ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εｉ，ｔ 为随机误差项。
（二） 变量解释与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城市绿色创新数量（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与绿色创新质量（ｑｕａｌｉｔｙ）。本文借鉴齐绍洲

等［２３］ 的研究思路，将绿色发明专利、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综合得到每万人绿色专利申

请总数以衡量城市绿色创新数量（ｑｕａｎｔｉｔｙ）。同时，选择更能反映创新活动中产出质量的绿色发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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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申请数占绿色专利申请总量的比重表征城市绿色创新质量（ｑｕａｌｉｔｙ）。
２．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消费（ｐｏｌｉｃｙ）。 将是否入选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的虚拟变量

（ｐｏｌｉｃｙｉ，ｔ） 作为数字消费的代理变量［６］，若城市 ｉ 在 ｔ 年被纳入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当年及以后取

值为 １，反之为 ０。
３． 控制变量

为准确有效地估计数字消费影响城市绿色创新的政策净效应，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１） 经济发

展水平（ｅｃｏ），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表示；（２）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使用城市外商实际投资额表示；
（３） 人口密度（ｈｕｍ），通过城市总人口除以城市面积计算得出；（４） 基础设施水平（ ｉｎｆ），选择公路里

程数取对数表示；（５） 政府干预程度（ｇｏｖ），使用政府的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征。
（三） 样本、数据与处理

本文以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全国 ２８７ 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 城市面板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
ＣＳＭＡＲ数据库、Ｗｉｎｄ 数据库、企业预警通、各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地级市统计年鉴。 信息消

费试点城市名单来自中国工信部文件，同时本文对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部分自治区（如西藏自治区）、
自治州、县级市与地级市（如吐鲁番市、儋州市等）在样本中予以剔除。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实证结果显示，ｐｏｌｉｃｙ 的估计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 １． ０６５，说明数字消费有力驱动了城市绿

色创新数量的增长；从表 １ 的列（６）来看，回归系数为 ０． ０２０ 且在 ５％的水平下显著，进一步说明了数

字消费不仅促进了绿色创新增量，更为关键的是数字消费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实现质的进步。 通过

对比表 １ 的列（５）与列（６）可以发现，数字消费对绿色创新数量的驱动效应强于质量，侧面反映出当

前中国数字消费的绿色创新效应处于“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阶段。

表 １　 数字消费对城市绿色创新影响的基准回归

变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１）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５）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６）

ｐｏｌｉｃｙ
１． ６８５∗∗∗ ０． ０２４∗∗∗ ０． ８４９∗∗∗ ０． ０４２∗∗∗ １． ０６５∗∗∗ ０． ０２０∗∗

（０． １２２） （０． ００９） （０． １００） （０． ００９） （０． １０５） （０． ００９）

ｆｄｉ
０． ０４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５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２）

ｉｎｆ
－ １． １７５∗∗∗ ０． ０００ ４ － １． ６６２∗∗∗ ０． ０３５∗

（０． １２１） （０． ００８） （０． ２２４） （０． ０２０）

ｇｏｖ
－ ３． ９０７∗∗∗ ０． １８５∗∗∗ － ４． ４６１∗∗∗ ０． １０４∗∗

（０． ３１９） （０． ０２５） （０． ４６０） （０． ０４２）

ｈｕｍ
０． ９６０∗∗∗ － ０． ０１５∗∗∗ １． ００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７５） （０． ００５） （０． １００） （０． ００９）

ｅｃｏ
０． ６６３∗∗∗ － ０． ００４∗∗∗ ０． ８３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２）

＿ｃｏｎｓ
０． ２３８∗∗∗ ０． ３９７∗∗∗ ４． ６８９∗∗∗ ０． ４１０∗∗∗ ９． １７２∗∗∗ － ０． ０４２
（０． １０１） （０． ００８） （１． ２２５） （０． ０８２） （２． ２１５） （０． １９８）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Ｎ ３ ７２１ ３ ６１７ ３ ７０６ ３ ６０３ ３ ７０６ ３ ６０３
Ｒ２ ０． ２６６ ９ ０． １３３ ４ ０． ４５９ ４ ０． ０２５ ７ ０． ４８６ ２ ０． １３５ ４

注：表中报告了采用似无相关回归检验组间系数差异的结果，∗∗∗、∗∗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

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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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检验数字消费政策的平行趋势，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Ｙｉ，ｔ ＝ α ＋ ∑
ｋ ＝ ６

ｋ ＝ －６
βｋ × ｐｏｌｉｃｙｉ，ｔ０＋ｋ ＋ ∑γ ｊ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 μｉ ＋ ｖｔ ＋ εｉｔ （２）

在式（２） 中，ｐｏｌｉｃｙｉ，ｔ０＋ｋ 是虚拟变量，表征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实施事件。具体来说，ｔ０ 表示城市 ｉ实施

信息消费试点的第一年，ｋ 表示开始信息消费试点之后的第 ｋ 年。本文设定政策起始年份为事件分析

的基准年。检验结果如图 １ 所示，在试点城市中政策实施以前 βｋ 的估计值均不显著，试点地区和非试

点地区均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图 １　 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在政策试点前后的差异

（三） 稳健性检验①

１． 排除政策滞后效应干扰

基于上述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可以发现，数字消费对城市绿色创新增量提质的促进效果存在滞后

性。 为排除试点政策的滞后效应干扰，本文选择将所有解释变量作滞后一期处理，估计结果显示本文

的核心结论依然稳健。
２． 排除企业绿色创新投机行为

考虑到企业可能会存在寻求政府扶持或迎合政府监管的动机，引致诸多虚假专利申请以及不合

格专利申请的“创新泡沫”现象。 尽管本文使用绿色专利申请数较好地衡量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但
仍然可能因企业存在绿色创新投机行为而导致估计结果“失真”。 为排除企业绿色创新投机行为的影

响，本文选择使用绿色创新专利授权数量相关数据继续进行稳健性检验。 实证结果显示，本文的核心

结论依然稳健。
３． 内生性处理：工具变量法估计

尽管本文在基准部分已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较为干净地识别出了数字消费驱动绿色创新增

量提质这一结论，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高的城市往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程度也

并不逊色，可能导致该城市的数字消费发展环境较好，因此反向因果问题也可能存在。 本部分选择使

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具体的，采用所在地与杭州的球面距离（ｄｉｓ＿ｓｐｈｅｒｅ）作为数字消

费的工具变量［６］。 在实证估计之前，鉴于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不受时间变动的影响（截面数据），进一

步将时间变量（ｙｅａｒ）引入工具变量当中进行交互，作为新的具有时间变化趋势的工具变量。 实证结

果表明在缓解反向因果问题后，数字消费发展有助于促进绿色创新增量提质这一结论依然保持稳健。
４． 考虑异质性处理效应

考虑到渐进 ＤＩＤ 模型可能受异质性处理效应干扰而产生测量误差，故需对基准模型可能存在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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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处理效应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基准估计结果并未受到异质性处理效应的严重干扰。
五、 作用机制分析

（一） 消费扩容升级

１． 消费扩容效应

从消费水平提升角度对居民消费扩容进行综合考虑，关于消费水平是否得到提升这一问题，用地级

市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衡量。 表 ２ 中的列（１）估计结果显示，数字消费并未显著促进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的提升。 具体到我国的发展实际，我国城乡收入不均等与消费间展现出了正相关之谜［２４］。 基于此，选择

泰尔指数（ｔｈｅｉｌ）度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估计结果如表 ２ 中的列（２）所示。 可以发现，交互项（ｐｏｌｉｃｙ ×
ｔｈｅｉｌ）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数字消费未能显著促进消费扩容的重要原因。 那么在

数字经济时代下，如何扭转这一数字消费悖论？ 结合学术界的现有研究，数字金融（ｄｉｇｆｉｎ）的包容性和普

惠性特征为我们提供了可能的破题思路。 数字技术发展所带动的金融工具的普及，在提升支付便利性的

同时也为居民消费提供了新的动力，如微信支付、蚂蚁花呗等。 依次构造政策变量与数字普惠金融总指

数与子指数的交互项（ｐｏｌｉｃｙ × ｄｉｇｆｉｎ）并纳入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２ 的列（３）至列（５）所示。 交互项系数均

显著为正，说明数字金融有效弥合了城乡收入差距的鸿沟。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工具覆盖广度的拓宽与使

用深度的加深，数字金融发挥出对经济增长普惠、包容的特性，激发了数字消费的消费扩容效应，进而有

利于倒逼企业改进与创新绿色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绿色消费需要。 表 ２ 的列（６）和列（８）表明了

消费扩容效应正向促进了绿色创新增量，但人均消费支出增加对于绿色创新质量的促进效果不明显，进
一步从列（７）和列（９）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充分缓解了消费者因消费资金不足而面临的支付限制，正向强

化了数字消费驱动绿色创新增量提质的影响效果。

表 ２　 消费扩容升级机制检验———消费扩容效应

变量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ｐｏｌｉｃｙ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ｐｏｌｉｃｙ × ｔｈｅｉｌ
－ ０． ８２７∗∗∗

（０． １５４）

ｐｏｌｉｃｙ × ｄｉｇｆｉｎ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人均消费支出 × ｄｉｇｆｉｎ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０ 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１）

人均消费支出
２． ７９２∗∗∗ － １． ７４８∗∗∗ ０． ０１２ － ０． １１０∗∗∗

（０． ２３２） （０． ３３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４２）

＿ｃｏｎｓ
１． ５００∗∗∗ １． ３８８∗∗∗ １． ５２３∗∗∗ １． ７１９∗∗∗ １． ６６２∗∗∗ ３． ９９０∗∗∗ １２． ４８１∗∗∗ － ０． ０９０ ０． ２４６
（０． １６３） （０． １５８） （０． ２０３） （０． ２１１） （０． ２０１） （２． ２２５） （２． ７３２） （０． ２００） （０． ２３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３ ７１６ ３ ７１６ ２ ８６２ ２ ８６２ ２ ８６２ ３ ７０６ ２ ８５５ ３ ６０３ ２ ７７２
Ｒ２ ０． ９５５ ８ ０． ９５８ ６ ０． ９３２ ２ ０． ９３１ ３ ０． ９３１ ８ ０． ４９２ ３ ０． ５２２ ０ ０． １３４ ５ ０． ２１３ ９

注：列（３）、列（７）、列（９）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列（４）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列（５）为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

度。 ∗∗∗、∗∗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２． 消费升级效应

从消费结构升级的角度出发，对居民消费转型升级进行综合考量。 为消除消费规模的影响，使用生

存型、享受型与发展型消费支出依次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即消费结构）衡量［２５］。 将衣着、食品和居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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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划分为生存型消费，并进一步计算得出其消费结构；将交通运输、通信支出、生活用品及服务、其他用品

及服务划分为享受型消费，并进一步得到其消费结构；将教育、文化、娱乐及医疗保健支出划分为发展型

消费，并进一步得到其消费结构。 表 ３ 的列（１）至列（６）报告了“消费升级”机制的检验结果。 估计结果

显示，消费升级是数字消费影响绿色创新增量和提质的重要作用机制，且生存型、享受型、发展型三者的

交互项系数依次增强。 这说明数字消费的消费升级效应正逐步释放，有利于逐步激发城市的绿色创新活

力并获得绿色创新的正反馈。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消费成长具有阶段性差异［１１］，目前我国数字消费正处

于成长期，消费升级这一机制对于数字消费驱动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效果较弱。
表 ３　 消费扩容升级机制检验———消费升级效应

变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ｏｌｉｃｙ ×生存型消费占比
１． ９７７∗∗∗ ０． ０３５∗∗

（０． １７９） （０． ０１６）

ｐｏｌｉｃｙ ×享受型消费占比
４． ２６２∗∗∗ ０． ０７４∗

（０． ４６２） （０． ０４１）

ｐｏｌｉｃｙ ×发展型消费占比
４． ４５０∗∗∗ ０． １００∗∗

（０． ５４０） （０． ０４８）

＿ｃｏｎｓ
９． ２９６∗∗∗ ９． ０３１∗∗∗ ８． ９１３∗∗∗ － ０． ０４１ － ０． ０４６ － ０． ０４４
（２． ２０９） （２． ２２０） （２． ２２６） （０． １９８） （０． １９８） （０． １９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３ ７０６ ３ ７０６ ３ ７０６ ３ ６０３ ３ ６０３ ３ ６０３
Ｒ２ ０． ４８９ ０ ０． ４８３ ６ ０． ４８１ ０ ０． １３５ ５ ０． １３５ １ ０． １３５ 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二） 市场一体化演进

从供给侧出发，考察市场化水平演进是否有利于数字消费发挥对绿色创新增量提质的驱动效果，
选择中国市场化指数作为市场一体化的代理变量［２６］。 估计结果①显示，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促进了

数字消费驱动城市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制度壁垒的破除、地方保护主义的消亡激发了区域间创新要

素的流动与联系，有利于促进城市的绿色创新高质量发展。 借鉴梁琦等［２７］ 的处理方法，依次构造政

策变量与市场化子指数的交互项并纳入回归。 估计结果表明：（１）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发展有

助于激发数字消费驱动城市绿色创新增量提质。 （２）非国有经济发展释放了国内市场活力并促进了

本土企业交流［２１］，有利于绿色创新要素充分流动与集聚。 （３）产品市场的发育完善对数字消费促进

绿色创新增量提质的效果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仍在于，我国数字消费的成长具有阶段性特征。 目前

数字消费产品市场发育尚不完善，数字产品捆绑销售［２８］、数字寡头、大数据杀熟等乱象层出不穷。 因

此，缺乏透明的产品价格机制、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等因素均会制约数字消费的绿色创新效应释放。
（４）金融、人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发育完善有助于数字消费释放要素集聚效应，进而驱动城市绿色

技术进步。 （５）诸如律师、会计、技术服务等市场中介组织的成熟以及市场法治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

的完善均有助于数字消费引领城市绿色创新发展。
六、 进一步分析：影响试点政策实施效果的约束性因素分析

（一） 数字化水平培育

１． 数字化装备水平

选择“国际互联网用户数”“人均电信业务总量”“每百人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和“每百人互联网

—６０１—
①限于篇幅，实证结果不予展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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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接入用户数”指标，采用面板熵值法综合测算城市数字化装备水平（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并进一步考察数

字化装备水平是否影响数字消费政策的实施效果。 估计结果如表 ４ 的列（１）至列（４）所示，数字化基

础设施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放大数字消费驱动城市绿色创新增量提质的效果，并且该放大效应对于绿

色创新数量的影响更甚。

表 ４　 数字化水平的约束性分析

变量

数字化装备水平 数字化素养水平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低水平
（１）

高水平
（２）

低水平
（３）

高水平
（４）

低水平
（５）

高水平
（６）

低水平
（７）

高水平
（８）

ｐｏｌｉｃｙ
０． １９９∗∗∗ １． １１０∗∗∗ ０． ０２２ ０． ０３９∗∗∗ ０． ２２４∗∗∗ ０． ６４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４） （０． ２０４）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０） （０． ０６４） （０． １０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４）

＿ｃｏｎｓ
－ １． ６２２∗∗ ２６． ４７３∗∗∗ － １． ２８５ ０． ３３２ ０． ２９７∗∗∗ １３． ３５９∗∗∗ － ０． ０８７ － ０． ０３１
（０． ６５６） （５． ３９１） （１． ３７９） （０． ２７７） （１． ４２２） （２． ３６６） （０． ３１８） （０． ３１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００ ０∗∗∗

Ｎ ２ ２０６ １ ４９０ ２ １８０ １ ４８５ ２ １６６ １ ５４６ ２ １２９ １ ４６４
Ｒ２ ０． ５２９ ０ ０． ５９２ ９ ０． １０９ ２ ０． ２３０ ４ ０． ４３５ ７ ０． ５９３ ３ ０． １３２ ４ ０． １４７ 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２． 数字化素养水平

“十四五”规划等政策文件中指出，“打造数字产品服务展示交流和技能培训中心，培养全民数字

消费意识和习惯”，因而优化提升消费者数字消费素养对于消弭数字消费鸿沟、激发数字消费活力意

义重大。 选择“计算机软件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比”表征城市数字化素养水平［６］，约束性分析结果见

表 ４ 的列（５）至列（８）。 可以发现，数字消费政策实施效果受数字化素养水平约束，在低数字化素养

水平的地区，数字消费驱动绿色创新增量提质的效果逊色于高数字化素养水平地区。
（二） 创新生态环境塑造

创新驱动政策与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塑造是提升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健康高效的创

新市场环境更有利于激发数字消费的绿色创新动力。 本文选择以地级市所具备的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数量①衡量创新生态环境［２２］。 估计结果如表 ５ 的列（１）至列（６）所示，随着创新生态水平的增强，
数字消费对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果日益增强，“政策叠加”优势显现。 并且在同等创新制度

水平下，数字消费对绿色创新数量的促进效果更明显。

表 ５　 创新生态环境的约束性分析

变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弱生态
（１）

一般生态
（２）

强生态
（３）

弱生态
（４）

一般生态
（５）

强生态
（６）

ｐｏｌｉｃｙ
０． ３５０∗∗∗ ０． ７９８∗∗∗ １． ３３７∗∗∗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４９） （０． １３４） （０． ３９８）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ｃｏｎｓ
－ ２． ５６５∗∗∗ ４． ５４３ ５９． ６３８∗∗∗ １． ０５９ － ０． ３１７ ０． １５７
（０． ７７９） （３． ４６６） （９． ８１７） （１． ３６５） （０． ３４２） （０． ３０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７０１—
①数据来自企业预警通、Ｗｉｎｄ 数据库，公告日期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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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续）

变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弱生态
（１）

一般生态
（２）

强生态
（３）

弱生态
（４）

一般生态
（５）

强生态
（６）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Ｐ 值）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Ｎ １ ７１８ １ ４３０ ５５８ １ ６４９ １ ３９６ ４９８
Ｒ２ ０． ４１５ ４ ０． ４４７ ７ ０． ７５８ ０ ０． １００ ６ ０． ２１７ ２ ０． ４３２ 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三） 数字消费的空间溢出效应

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的新熊彼特主义都强调空间效应对城市创新增长的深刻影

响。 在传统消费模式中，当居民居住地远离中心城市时，其生产生活、物资采购和享受型服务等消费需求

均面临高昂的运输成本与代理成本。 同时，由于地理障碍、行政分割等多重原因，行政边界地区、远离中

心城市的边缘城市等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相对比较落后。 但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城市发展“去边界

化”创造了新机遇［２９］，弱化了传统地理优势，本文进一步检验数字消费可能存在的空间效应。 对地方城

市与省会城市的空间球面距离（ｄｉｓｔａｎｃｅ）进行分组，选择 １００ 千米作为分组依据并划分子样本。

表 ６　 不同距离阈值下的数字消费驱动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

变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 １００ｋｍ
（１）

１００ ～ ２００ｋｍ
（２）

２００ ～ ３００ｋｍ
（３）

＞ ３００ｋｍ
（４）

＜ １００ｋｍ
（５）

１００ ～ ２００ｋｍ
（６）

２００ ～ ３００ｋｍ
（７）

＞ ３００ｋｍ
（８）

ｐｏｌｉｃｙ
０． ８４５∗∗∗ １． １０２∗∗∗ ０． ６９０∗∗∗ ０． ２１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６２∗∗∗ －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６
（０． ２３６） （０． １６６） （０． １１０） （０． １１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０）

＿ｃｏｎｓ
３３． ０９２∗∗∗ １． ４００ ５． ７４５∗∗∗ － １． ２６４ ０． ６９４∗∗ － ０． ７１１ － １． ３６０ ０． ６２６
（５． ３３９） （３． ８５３） （１． ９９５） （１． ８２２） （０． ３３２） （０． ３９９） （０． ９２６） （０． ８７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Ｐ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１ ０∗∗∗

Ｎ １ ０５７ １ ２５８ ８１６ ５７５ １ ０５３ １ ２３３ ７７０ ５４７
Ｒ２ ０． ６２９ ７ ０． ４５０ ２ ０． ５１４ １ ０． ５１０ ５ ０． １５７ ８ ０． ２０４ ８ ０． １２４ ３ ０． １５１ 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不同距离阈值下的数字消费驱动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６ 所示，可以发现：（１）
总体来看，数字消费驱动城市绿色创新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大小受到与国家中心城市距离的影响。
（２）数字消费对城市绿色创新增量的促进效果随着空间距离增加而遵循“促进效果显现 促进效果增

强 促进效果衰减”的动态演变。 （３）数字消费的绿色创新驱动效果并非离国家中心城市距离越近就

越好。 在国家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下，数字消费对城市绿色创新增量提质的效果存在“最优辐射空

间”，该距离为 １００ ～ ２００ｋｍ。 （４）与绿色创新质量相比，在国家中心城市辐射的影响下绿色创新数量

受数字消费的影响更为明显。
七、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 ２８７ 个城市面板数据，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消费政策

实施的绿色创新驱动效应及约束性因素。 主要结论如下：（１）数字消费有力推动了城市绿色创新实现

“增量”与“提质”。 （２）数字消费通过需求供给两端“双轮驱动”实现绿色创新发展。 数字消费以消费

结构升级引领供给端绿色技术进步，而市场化进程加快有利于强化数字消费对绿色创新增量提质的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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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效果。 （３）培育数字化的软硬实力、塑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是下一步优化数字消费相关政策的

应有之义。 （４）数字消费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在国家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下，数字消费驱动城市绿色

创新发展的最优辐射距离为 １００ ～ ２００ｋｍ。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１）目前我国数字消费尚处于成长阶段，参与数字消费试

点的城市数量仍需扩增。 具备相应试点条件的城市应积极捕捉数字消费的新爆点，通过示范效应与

模仿效应积极总结和学习可复制的经验做法。 （２）政府应注重引导市场，寻求关键数字技术突破与数

字产品能级提升，增强后发地区数字消费激励的产业效益，倒逼传统产业实现绿色转型升级。 同时，
应破除地方制度壁垒引发的消费数据资源拥塞现象，完善绿色技术创新资源共享服务体系，推动各地

绿色技术竞争市场互联互通。 （３）应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开展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活动，在数字基

础设施的相关配套支持下，积极引导消费者塑造数字消费习惯，并逐步挖掘数字消费潜能。 为防止数

字消费带来的消费数据要素丛生、大数据杀熟与数字支付安全监管缺位等问题，需要国家制定数字消

费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并禁止数字消费过程中“负面清单”所限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以更好地促进

数字消费的绿色创新效应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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